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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城

镇人口增加，城市数量和建制镇数量明显增多，初步形成

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镇化率也由

1978 年的 17.9% 上升到 2016 年的 57.35%。与此同时，城

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大量出现。20 世

纪中期以来，快速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人

们的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的热点 [1]。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相互作用而

彼此影响的现象 [2]。城市化的发展需要生态环境要素的支

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则以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为保

障 [2]，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已成为地球系

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 [3]。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方面：一是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机制。黄金川、

方创琳认为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主要来自城市中的人

口及交通等，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则主要由改变人口

和资本流向所引起 [2]。二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

差异及演化规律。孙黄平等的研究结果表示，城镇化和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倒 U 型演化趋势 [4-7]，崔木花 [8]、王少

剑 [9]、卞鸿雁 [10]、刘巧婧 [11] 等学者的研究认为，虽然城镇

化对资源环境压力较大，但并没有出现典型的倒 U 型规律，

而是呈现 S 型、线型、半 U 型及对数曲线型的演化规律。

三是影响耦合协调关系的驱动因素。陈晓红等认为，技术

水平、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环境政策、人口素质、国际

贸易等是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主要驱动因素 [12]。

从研究方法看，耦合度函数 [4,13]、神经网络模型 [14]、模糊物

元分析 [1]、回归分析等 [15] 均有应用。从研究尺度看，其覆

盖了区域、省域、市域等多个层面，其中尤以城市群的研

究为重点。

广东省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典型代表，目前仍面

临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要素过于集中在珠三角、局部

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以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耦合协

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城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探

讨两者耦合机制，以期为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发展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有关研究成果 [4,8,14-19]，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

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指标

体系（表 1），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响应来表征生态环

境水平。本文社会经济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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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各地市统计年鉴，生态环境

相关数据来自广东省及各地市环境质量报告书。

1.2  指标权重确定

为消除数据的数量级及量纲的不同影响，需要对数据

进行预处理。对于正向指标，指标越大越好，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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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负向指标，指标越小越好，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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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 表示第 i 个研究区 / 年份第 j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值，

max（Xj）和 min（Xj）分别表示所有研究区 / 年份中第 j 项

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
ij 表示预处理后的指标值。

为较为客观地评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水平，本文采用

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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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 是第 i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是第 i 项指标的标准

差； Xi 是第 i 项指标的平均数，Wi 是第 i 项指标的权重。

1.3  障碍度诊断

Aj 为进一步诊断影响各时期各区域城镇化水平和生态

环境水平的限制因子，以便有针对性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和

生态环境质量，本文引入障碍度诊断模型对研究区城镇化

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的限制因子进行定量分析，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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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j 表示第 i 个区域第 j 个指标的障碍度； Aj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平均障碍度，其大小排序可以确定影响区域城镇

化或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Pij 表示单因子与城镇化或

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状况的差距，Pij=1-Xijj
j

j

A Q Q
∆ = −，Rij=wij 表示权重。

1.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影响的现象。两个

系统的耦合度一般采用如下模型 :

 C=2（u1+u2）
1/2/（u1+u2） （7）

式中，C 表示耦合度；u1、u2 分别表示城镇化系统和生态环

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度模型能够反映城镇化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影

响程度，但有时无法表达出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调

性，因此采用协调度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协调关系：

 D=（C×T）1/2 （8）

	 T=α×u1+β×u2 （9）

式中，D 代表协调度，考虑到两系统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

要性相同，取 α=β=0.5。

参考已有文献 [14-17]，结合广东省实际，本文对城镇化

与环境质量的协调类型进行划分，将其分为 7 大等级，见

表 2。

表2  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

协调度 协调等级 u1 和 u2 的关系 协调模式

0 ＜ D≤0.2 严重失调
u1 ＜ u2 城镇化滞后型

0.2 ＜ D≤0.3 中度失调

0.3 ＜ D≤0.4 轻度失调
u1= u2 同步协调型

0.4 ＜ D≤0.5 勉强协调

0.5 ＜ D≤0.7 中度协调

u1 ＞ u2 环境滞后型0.7 ＜ D≤0.8 良好协调

0.8 ＜ D≤1 优质协调

1.5  地理探测器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 [20]，最初

被用于研究地方性疾病风险和相关地理影响因素 [21]。由于

传统统计方法假设较多，而地理探测器模型在应用时没有

过多的假设条件，可以克服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性，

表1  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城镇化系统

人口城镇化 X1 城镇人口比重，X2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X3 人口密度

经济城镇化 X4 人均 GDP，X5 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X6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土地城镇化 X 8 建成区面积比重，X9 道路面积占比，X10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

生活城镇化 X11 人均移动电话拥有量，X12 人均公共图书藏量，X13 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X14 人均拥有公交车数量

生态环境系统

压力
Y1 单位土地面积废水排放量，Y2 单位土地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Y3 单位土地面积工业烟粉尘排放量，Y4 单

位土地面积能源消费量，Y5 单位土地面积供水量

状态 Y6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Y7 EI 指数，Y8 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Y9 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

响应 Y1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Y11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Y12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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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机制研究 [22]。本文应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研究区各社会

经济因素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大小，

其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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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D,U 是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解释力指标，PD,U 取值范

围为 [-1,1]，PD,U 越大，说明分区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变化

影响越大；nD,i 是次级区域的个数；n 是整个区域的个数；m

是次一级区域的样本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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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2.1  城镇化水平分析

1995 年， 各 地 级 市 城 镇 化 水 平 综 合 指 数 范 围 为

0.05～0.91，深圳最高，珠海、广州、佛山次之，以深圳、

广州、佛山、珠海为核心的高城镇化水平集聚区基本形成。

障碍度诊断结果表示，城镇化指数小于 0.2 的各地级市中，

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粤西地区的

阳江、湛江、茂名及云浮、汕尾 5 市生活城镇化水平较低，

粤北地区的韶关、河源、梅州则经济城镇化水平较低。

2005 年， 各 地 级 市 城 镇 化 水 平 综 合 指 数 范 围 为

0.04～0.92，深圳仍保持绝对优势，广州、东莞、珠海、佛

山、中山次之。随着中山、东莞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

环珠江口为核心的高城镇化水平集聚区形成。除汕头外，

粤东、西、北城市城镇化水平均较低。障碍度诊断结果表

示，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仍是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同时，

肇庆、清远、云浮、潮州、揭阳 5 个地级市经济城镇化水平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河源、梅州、揭阳 3 个地级市生活城镇

化水平较低。

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范围为0.09～0.94，
各地级市与深圳市城镇化水平的差距相对缩小，环珠江口

的高水平城镇化核心区（深圳、广州、东莞、珠海、佛山、

中山）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除肇庆市外，珠三角其余

8 市均达到高城镇化或中城镇化水平。与前两个阶段不同，

2016 年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梅州、汕尾、湛江、清远、云浮等

地级市制约因素各不相同，如梅州主要由于经济、土地城镇

化水平较低，汕尾主要由于经济、生活城镇化水平较低，云

浮则在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

图 1 为不同时期广东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

2.2  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分析

1995年，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0.29～0.71，
以广州、佛山、东莞为最低，主要是由于广州市环境空气、

水环境质量较差，佛山市 EI 指数、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较低，东莞市地表水优于Ⅲ类比例、EI 指数较低，同时承

受着较大的环境压力。此外，云浮、茂名、湛江、中山、

珠海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也较低，主要是由于污水处

理率、环保投资占比较低、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差、EI 指数

较低等。韶关、清远、肇庆、汕尾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

数为最高，达到 0.65～0.71，主要是由于整体生态环境质量

良好，且环境压力相对较小。

2005年，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0.29～0.81，
以广州、佛山、东莞、云浮、茂名为最低，主要是由于生

态环境状态和响应指标较差，如佛山、东莞 EI 指数、优良

天数比例、地表水优于Ⅲ类比例指数均低于 0.3，广州、茂

名则主要以地表水、环境空气质量较差为主要限制因子，

图1  不同时期广东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

注：审图号为粤 S(2009)034 号，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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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莞、茂名、云浮在污水、生活垃圾处置、环保投

资等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

2016年，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0.38～0.94，
以东莞、佛山、潮州为最低，佛山、东莞主要是由于 EI 指

数较低、环境空气质量较差，同时环境压力较大，且环保

投资占比相对较低，潮州主要由于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

置水平相对较低，同时环保投资比重较小。相较前两个阶

段，茂名、湛江的生态环境质量有较大提高，主要是由于

环境空气、地表水质量有较大提高，同时污水处理率、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等生态环境响应指标有较大提升。韶关、

河源、梅州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最高，粤北生态保护

屏障逐步建成。

不同时期广东省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空间分布

见图 2。

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布特征

3.1  耦合协调度的历史变化趋势

1995—2016 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D）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 S 型曲线，与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 [23]。1995 年属于严重失调型，2000 年、2005 年属于中

度协调型，2010 年、2016 年属于优质协调型；1995—2005
年整体属于城镇化滞后型，2005 年、2010 年二者相对平衡，

2016 年属于生态环境滞后阶段，主要是由于城镇化水平和

生态环境质量均呈上升 / 改善趋势，但城镇化综合指数增

长速率远高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改善速率，快速城镇化带

来环境治理技术进步、环境投入加大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但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包括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加、资源

能源消耗增加等。

不同时期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计算结

果见表 3。

表3  不同时期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年度 u1 u2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1995 0.000 0.269 0.061 0.091

2000 0.255 0.509 0.943 0.600

2005 0.406 0.578 0.985 0.696

2010 0.702 0.643 0.999 0.819

2016 0.997 0.654 0.978 0.899

3.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进一步研究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

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基于三个时间截面的耦合协调度数据，

利用 ArcGIS 工具绘制了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度空间分布图（图 3）。整体来说，1995—2016 年，各地

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

1995 年 21 个地级市共涉及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度

协调、勉强协调四种类型，其中优质协调型仅深圳 1 个，良

好协调型仅珠海 1 个；中度协调型 9 个，包括广州、汕头、

佛山、韶关等；勉强协调型 10 个，包括河源、梅州、汕尾、

阳江等。广州、深圳属环境滞后型，珠海、佛山、东莞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相对平衡状态，其余均属于城镇化滞后型。

2005 年，21 个地级市共涉及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

度协调、勉强协调及轻度失调五种类型，其中优质协调型

仅深圳 1 个；良好协调型包括广州、珠海；中度协调型共 7
个，包括汕头、佛山、韶关、东莞、中山、江门等；勉强

协调型共 10 个，包括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等；

图2  不同时期广东省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空间分布

注：审图号为粤 S(2009)034 号，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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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失调型仅云浮 1 个。广州、深圳、东莞属环境滞后型，

其余 18 个地级市均为城镇化滞后型或相对均衡型。其中，

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相对排名与相关

研究较为一致 [24]。

2016 年，21 个地级市共涉及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

度协调、勉强协调四种类型，其中优质协调型仅深圳 1 个；

良好协调型 5 个，包括广州、珠海、惠州、东莞、中山；中

度协调型 13 个，包括汕头、佛山、韶关、河源、梅州、汕

尾等；清远、云浮属勉强协调型。与 2005 年类似，仅广州、

深圳、东莞属环境滞后型，珠海、佛山、中山市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水平相对平衡，其余均为城镇化滞后型。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

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2005 年包括广州、深

圳、珠海 3 个地级市，2016 年则扩展到广州、东莞、深圳、

中山、珠海、惠州 6 个地市，各年度属勉强协调型的地级市

均位于珠三角以外城市，并逐渐由粤东西北地区均有分布，

转变为仅粤北地区的云浮、清远属勉强协调型，表现出明

显的核心—边缘特征，说明珠三角核心城市在推进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协调共进方面对周边区域有辐射带动作用。

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可知，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人口

素质与城市文明、制度创新与管理科学是影响城市化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 [10，25-27]。同时，改革开放以

来，广东省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区域经济

高速发展，人口高度集聚，建设用地高速扩张，带来了较

高强度的污染负荷和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威胁，因此，本文

从产业结构和转型、人口增长和分布、科技进步和创新、

环保政策等方面，选择 10 个指标，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

析影响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

地理探测器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4，从全省来看，三个年

度中，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城镇建设用地占行政区面

积比例均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说明生态环保政

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 21 个地级市城镇化程度

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不同的是，工业产值

占 GDP 比重在 1995 年、2005 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16
年其影响力明显减弱；GDP 增长速度、常住人口增长速度

则均在 1995 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后两个时期影响力减

弱；人口密度、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则均是 2016 年的主

要影响因素，在前一阶段影响力较弱；研究和发展（R＆D）

经费支出则在 2005 年、2016 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 1995
年作用较弱。整体来看，2005 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

GDP 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驱动因素，2005 年以后，人口高

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发挥着更

重要的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1）1995—2016 年广东省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

整体呈 S 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

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就 21 个

地级市而言，1995—2016 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

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

征，说明珠三角核心城市在推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共

进方面对周边区域有辐射带动作用。

（2）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 21 个

图3  不同时期各地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注：审图号为粤 S(2009)034 号，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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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

2005 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 GDP 的快速增长是主要

的驱动因素，2005 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

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针对目前广东省整体处于生态环境保护滞后的现状，

未来一方面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力度，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应加快产业

结构优化和调整，推进污染减排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加大科学研发投入和政策支持，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创新驱动实现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对清远、云浮等城镇化滞后型城市，未来在城镇化

阶段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走集约、智能、绿色、低

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此外，应充分发挥珠三角核心城市

对外围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治理领域

区域合作 [28]，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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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驱动因素及其q值

序

号
影响因素 指标名称 1995年 2005 年 2016年

1 产业结构 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 0.47 0.48 0.29

2 产业转型 单位工业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 0.12 0.54 0.15

3 产业发展速度 GDP 增长速度 0.46 0.38 0.20

4 人口增长速度 常住人口增长速度 0.66 0.26 0.34

5 人口分布情况 人口密度 0.27 0.41 0.62

6 土地开发程度 城镇建设用地占行政区面积比例 0.69 0.77 0.76

7 土地扩张速度 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 0.27 0.27 0.78

8 科技创新人力投入 研究与开发从业人员 0.14 0.14 0.43

9 科技创新经费投入 R＆D 经费支出 0.28 0.55 0.56

10 生态环保政策 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0.71 0.54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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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Xiuming, ZHANG Yong*, XI Rong, LIU Xianghua, ZHANG Yuhuan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uangzhou 51065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he geodetect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5, 2005 and 2016,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ly, taking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s study area,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e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similar to the “S” curve. The urbanization-environment rel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of “severe imbalance- moderate coordination- excellent coordination” and “urbanization lagged-relative 

balance-environment lagged”. Secondly, taking the 21 cities as study area,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creased in most of the cities from 1995 

to 2016. The area in excellent coordination was expanding from Shenzhen, Zhuhai to the skirt areas, showing a clear core-edge feature. Thirdly,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olicy and land use intensity were the common factors that impact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the 21 citi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and rapid growth of economic we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before 2005, and the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rapid growth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after 2005.

Keywords: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geodetector 


